 资源流动论能否成为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
   ——以创新券政策执行为例

赵绘存

(天津市科学学研究所,天津 300011)
摘要：既往政策执行研究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整合式”3种研究路径，并形成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有没有其他理论用来研究解释政策执行是政策学研究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资源流动理论出发，提出政策执行资源流动理论，即政策执行过程是资源要素在相应政策框架下按空间有序流动的过程。资源流动由高向低流动，各个政策参与者作为资源流动过程的节点参与政策执行过程，流动过程中资源位势是资源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有效接触和资源共谋是促进资源流动的重要方式。在此框架下以创新券政策执行为例，剖析创新券政策执行过程中资源要素的流动机制，并凝练出创新券政策执行中需关注的重点问题。
关键词： 政策执行；资源流动理论；创新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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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Mobility B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a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Voucher Polic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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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Institute of Science of Sciences, Tianjin 30001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ccording to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ree research paths, namely "top-down" "bottom-up" and "integration", have been roughly formed. Whether there is any other theory used to expla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or not is a question worth explor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flow,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resource flow, that is, the proc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 the process of orderly flow of resource elements under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framework. Resource elements move from high to low, and each policy participant participates i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s a mobile node in the resource flow process, the resource potentia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flow of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mobility, and effective contact and resource collusion are significant ways to promote the flow of resources. Ta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voucher polic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resource flow, and conclud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concer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voucher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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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执行作为政策执行者将政策观念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的过程中一个特定环节，对于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的不断完善优化非常重要。20世纪60年代，各学者对约翰逊政府伟大社会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的大反思，以及70年代初《政策执行》一书的问世，掀起了西方政策执行研究热潮，并逐渐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整合式”3种政策执行研究经典范式。90年代，政策执行研究进入中国，开启了近30年的中国化探索，并涌现出了一批本土化概念，如“政策梗堵”“基层共谋”“集体主义”等[1]。近10年来，鉴于政策执行本身显著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2],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聚焦热点领域政策执行研究，如产业、税收、社会保障政策等[3]，并对政策偏差、政策失灵等进行了探讨。不难发现，政策执行研究更多的是在原有政策执行理论下的中国化探索，以及政策执行过程的实践研究。在此情境下，探索新的政策执行研究理论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4-5]。本文尝试从资源流动理论出发，借鉴资源流动思想构建政策执行的资源流动理论来解释政策执行的过程；并以创新券政策的执行为例，分析创新券政策执行中的资源要素流动规律、政策执行中需要关注的引起政策执行不畅的重要因素，就未来科技创新券政策实施提供具体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1.1  资源流动理论综述
    资源流动理论最早源于生态学“代谢”的概念，研究资源流动机制和规律，国外以“物质流”和“资源流”为代表，在20世纪初到90年代，相关研究已经广泛应用于国家经济系统[6-7]。21世纪随着空间理论的发展，资源流动空间分析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8-9]。国内对资源流动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升魁[10]研究员最早提出“资源流动论”，首次把资源流动研究提上了日程。之后，学者对资源流动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以自然资源运动的角度、社会经济要素运动的角度以及物流贸易的角度研究，也可以归结为横向流动（区域之间）和纵向流动（产业链之间）的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涌现出资源位势理论、资源靶向性理论等一批新的代表性理论成果[11-12]。与此同时，该研究范式也受到了经济管理领域学者的青睐，资源流动理论逐渐从生态学、资源科学走向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交叉渗透发展的时代，如在区域经济学领域，聚焦在国家、区域、部门、产业层面进行创新资源流动影响因素研究[13]；在创新资源流动驱动机制与因素领域，如区域技术流动的研究[14]；在创新资源产业协同效应领域，如区域产业专利资源的研究[15]。资源流动理论的资源内核已经由客观存在的自然资源延展到了要素资源，如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资金资源等，资源流动理论的资源内涵和应用外延正快速发展。
1.2 政策执行理论框架
政策执行与资源流动有非常大的相似性，集复杂性、动态性和冲突性于一体。从研究对象上讲，资源流动理论研究对象为自然资源或资源要素以及动态流动；政策执行的研究对象为政策、利益相关者及其之间的动态博弈。从研究过程上看，资源流动过程是矢量概念，即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政策执行研究同为矢量概念，即政策执行的全过程管理。从研究特征上来看，资源流动存在资源位势，影响资源流动的方向；政策执行存在政策“梗堵”，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从研究影响因素来看，资源流动是一个受到众多因素影响与制约的复杂动态系统，内部属性与外部环境力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政策执行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受到内部政策参与者和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双重影响。
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尚未发现资源流动理论涉及政策执行的研究文献。美国著名公共政策学家金登(Kingdon) [16]52-186曾提出多源流理论分析,该理论采用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来解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为何有些问题被决策主体关注，有些问题被忽略,是重要和主流的政策变迁理论。该理论与本文重点研究资源流动理论不同,该理论重点强调的是政策制定过程问题源的产生与采纳机制，而本文研究强调的是政策执行过程的资源流动机制，即此“流”非彼“流”。为此，本文认为政策执行过程也可以从资源流动的角度进行考虑,政策执行者不再作为政策研究关注的首要出发点，政策执行的资源要素将成为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基于资源要素的客观流动和政策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新范式可以作为政策执行研究新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执行资源流动理论。该理论一方面拓展资源流动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范围，从空间资源要素流动(如人流、科技资源流动)对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向政策执行的公共管理政策执行层面演进；另一方面，对于政策执行研究而言，在原有政策执行的框架上突破创新，形成一种新的分析和解释政策执行的新方式，力求成为解释、评价政策执行的新视角。
    本文提出的政策执行资源流动理论（如图1）,兼顾政策执行有限认知和信息不对称的特点[17]。该理论认为，政策执行不是“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以及“整合式”，政策执行过程是资源要素（包括人力、物力、资金等实体化资源，也包括信息等无形资源）的有序流动过程。政策执行人员、目标利益群体等政策执行的重要参与者在政策文本框架下作为资源的有限节点，承担着资源要素提供方或接受方的角色。政策执行资源流动过程不再是简单的由政策的制定者流向政策的目标利益群体或是相反的过程，而是由资源要素本身独立决定的。资源要素参与政策执行过程的时间和空间顺序以政策文本框架为导向，定义了该资源要素流动的起始点和终点。资源要素的流动形成一个个资源要素的流动子网络，所有的子网络在政策框架下叠加形成总的有序的线性或网络化流动网络（如图1中B-C-D-E网络和A-C-D-E网络在图中的汇聚）。对于政策执行过中会有一种或多种资源要素参与流动，资源要素的数量取决于政策本身的现实需要，即：政策中涉及多少种资源要素，就会有多少种资源要素参与整个政策执行过程。这种有序流动在沿着政策执行的主线完成政策执行的一个周期之后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两者兼而有之。一个政策周期的完成并不是政策执行的结束，会涉及政策执行过程的优化和新的政策参与者的进入，政策执行将进入下一个循环，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政策实施的终止。
    在政策执行资源流动过程中，存在“资源位势”和“资源共谋”现象。资源位势的产生来源于政策参与者之间对资源的拥有程度或利用程度不同，在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在不同的政策参与者之间形成资源量上的相对差异。资源位势的高低差值表明了两者之间差异化的大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同样存在平行或纵向的资源要素交互现象（如政策参与者D、F之间的资源要素交互），通过资源的交互以实现资源信息最大程度的共享，和在共享框架下相应政策参与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所谓的资源共谋。资源共谋的范围可以是政策执行中的某几个政策参与者，也可以是政策执行所涉及的所有参与者。资源共谋有利于在政策参与者之间明确每个参与者自身的资源要素分配，进而明确自身的责任和工作，形成良好的协同互动效应，成为一种良性互动的组织形态，更好地服务于政策执行的整个过程。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资源位势存在初始位势，各个政策参与者所形成的节点的资源位势各不相同。特定资源的初始拥有者或者提供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拥有最高的资源位势，是资源要素流动的起点；其他政策参与者的资源位势在政策执行中的参与时间和参与空间不同而享有相应的梯度位势，资源要素由高位势向低位势流动。同时，对应于不同的资源而讲，每一个政策参与者其资源位势是不同的；并且在同一个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政策参与者（节点）的潜在资源位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节点资源位势的高低一方面来源于节点自身作为资源提供者的资源提供能力，另一方面反映了节点在资源流动过程中的行为变化，如是积极参与、抵触还是被动接受等等。节点资源位势的非理性提高，会增加其他节点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使整个政策执行成本上升；节点资源位势的非理性降低，则会攫取其他节点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节点资源位势非理性的升高或降低均不利于政策的执行，造成政策执行的偏差或失灵。在一定意义上讲，资源位势是影响政策执行产生偏差或是政府管理的失灵的重要因素。造成节点资源位势升高或降低的因素很多，如“接触贫乏”[18]，或是抵触心理，有效接触和资源共谋则保证了资源位势的合理释放。同时，政策执行资源流动过程中也存在资源流动的不均等性，即节点由于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自身的资源禀赋不同，并不是每一个节点都承受相同的资源流动压力，表现为节点的政策执行成本是不同的（如B-C和C-D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尽管二者都是政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

此外，政策执行过程存在一个循环与反馈机制，即在政策终止之前，政策制定者总是希望不断优化政策执行的过程，进而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或是经济效益。正是由于对政策执行过程的每一次修订，在新的循环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潜在利益相关者参加到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来，或是原有的政策参与者的退出，或是政策流程本身进行优化。上述任何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影响资源要素流动整体的分配情况，形成既有框架下的资源再分配，使整个循环过程朝着最优化方向发展，使得政策执行的社会或经济效益得以最大化。
图1改正：图内字不与线段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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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政策执行研究概念理论
2  案例的选取

2.1  选取原则
    本文研究认为，资源流动理论对于政策执行研究具有普适性。具体地讲，任何一个政策都可以从资源要素的角度进行拆分，只是涉及资源要素的多少和资源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流转的长短和距离的问题。因此在案例的选择上，本研究更倾向于便于操作且可以获得大量研究资料的政策，以期更好地解释政策执行资源流动理论。因此，本文选择了本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实际参与度非常高的Z地区创新券政策作为案例进行分析研究。自2017年10月开始，课题组参与了Z地区的创新券政策实际设计和实施运营过程，一方面多次参与Z地区创新券政策设计的前期调研工作和政策文本起草内部研讨会，另一方面直接参与创新券各个潜在参与主体主体，如企业、推荐机构、服务机构的遴选与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工作，并在创新券运营过程中对创新券政策参与企业、推荐机构和服务机构进行了调研访谈，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数据与资料。
2.2  研究意义

    创新券作为政府免费向中小企业发放，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有价凭证，创始于荷兰，其本质特征就是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在企业、科研院所、服务机构之间的充分流动[16]52-186。 2012年，我国江苏宿迁市率先在国内试点实施创新券。5年时间里，创新券已在国内遍地开花，创新券研究开始进入国内学者们关注的视野，但研究焦点也随之由创新券的经验总结与借鉴转向创新券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评估[19]。对于创新券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有助于政策执行末端的成效评估问题，对于政策执行过程研究则更直接聚焦整个创新券政策成功与否的问题。从现有文献研究看，对于创新券的有效性评估比较少，专注于创新券政策执行过程的研究更是鲜见。深层次创新券政策执行研究的缺位与国内创新券大规模应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无疑增加了创新券执行的风险。因此，本文以此作为政策执行资源流动案例分析，更能反映该理论的现实应用价值。
2.3 研究设计

    创新券政策执行流程可归纳为：创新团队或小微企业向政府申请科技创新券，并持券向科技服务机构购买服务，科技服务机构或企业持券向政府或第三方银行机构进行资金兑付。虽然国内各个省份在创新券的执行过程中在支持范围、申领方式、兑现方式上略有不同，但创新券的参与主体基本可以确定为企业、推荐机构、服务机构、第三方平台机构以及政策制定者（政府）。本文研究认为：创新券政策涉及的资源要素主要为信息流、技术流和资金流。如何进行复杂要素的分析？在该案例研究中，采取的是分要素研究模式，即把资源要素逐个分开进行研究，重点阐述每个资源要素流的流动特点及相应的政策执行过程关键点分析。通过对每个资源要素的合理研究，来最大程度上降低政策执行的偏差。

3  创新券执行资源流动分析
3.1 信息流
    信息流在这里指的是政策参与者在政策执行前期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信息资源的流通。信息流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传递的是政策的信息内涵，主要是政策文本所涉及的具体信息的展示。在信息流中，政策制定者就是信息流的源头，拥有最高信息流资源位势。在这个节点上，Z区政策制定者对创新券政策的认可度和开展创新券工作的决心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整个信息流动的组织方式。通过决策，Z区政策制定者认为Z区创新券参与者为政府、企业或创业团队、众创空间、服务机构以及第三方平台机构。对于服务的内容，Z区所属市级层面已经于2015年出台创新券政策，Z区政策制定者因此认为该区域创新券应立足查缺补漏，即最大限度地涵盖上级政府没有覆盖的创新券内容，如知识产权服务、众创空间工位费等项目，并召开专门研讨会出台相应的创新券政策文件。这个过程就是政策信息流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政策制定者内部的交流与权衡，以及政策制定者对于国内先进省份做法的经验借鉴，此时信息流主要在制定者内部交互，是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一种资源共谋现象。
    信息需要流向政策参与者（企业和机构），为此，作为信息流的第一个关键节点的Z区政策制定者专门召开了政策发布会和说明会，将政策信息流导向下一个节点，并随后召开企业、众创空间、服务机构、第三方平台机构座谈会，对每一类政策参与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责任和权力进行说明和解读。这实际上就是将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导入到政策参与者中，明确参与者的任务和责任，形成多个支流。信息由政策制定者流向其他政策参与者形成政策信息流的基本模型如图2所示。Z区在该架构下运营一段时间，发现参与者对创新券的参与活跃度不高。为此，Z区政策制定者专门开展了针对三类政策参与方的调研，发现服务机构关注的更多是市场策略，即创新券覆盖地区是否为现有业务区或业务拓展的潜力区；企业更多关注能否减少科技研发的成本；众创空间则更多考虑通过这个平台引入更多的创业。很显然三类参与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信息流交互，即存在资源共谋的匮乏，进而没有建立一种合作组织关系[21]---文献20标示于何处？。要解决这一问题，要增加企业、众创空间、服务机构之间的认知和了解，形成合作组织关系，也就是增加企业、众创空间和服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谋。为此，Z区政策制定者定期专门组织三方的座谈会和交流会，创新券实施的活跃度有了一定的提升，同时信息流的扩散空间得到提升，大量潜在的企业、机构纷纷咨询参与创新券政策的可能性，政策产生出了一定的良好效应[22]，即更广泛的社会认知和参与。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服务机构、企业和众创空间之间的信息共谋应该是整个信息流网络之间的关键“梗堵”位点，三者的有效沟通能够强化信息资源的有效流动，并产生潜在的信息资源放大效应，能够提升创新券政策的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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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创新券政策执行的信息流
3.2技术流
    创新券作为一种技术研发服务补贴政策，在创新券的执行过程中，技术流的存在是其一大特色。技术流是以企业和服务机构为中心形成技术流动回路，在这个回路第三方平台机构则是一个具体的线上服务媒介，推荐机构则为线下服务媒介，政策制定者行使的更多是外部监管职能，对政策参与者的规范化或服务水平进行监管。可以说，这是有别于信息流的一个要素流，政策制定者不再是技术流中资源位势最高点，服务机构是整个技术流的起点，拥有最高的资源位势。在这个回路过程中（如图3）可以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部分，线上是技术文本的流转过程，是技术流的虚拟形式，资源要素流量相对较少；线下是技术流的实际流向过程，资源要素相对流量比较大，由技术供给侧流向技术需求侧，并在技术需求侧完成技术的价值增值。与信息流有所不同，在信息流过程中更多的是资源共谋在整个流动中起重要作用，资源共谋加速资源位势由高到低的流动；而在技术流中，最需要注意的是接触匮乏，有效对接更为重要，即技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有效对接。
    Z地区创新创政策面向的是成立小于等于3年的小微企业，企业对于技术的需求程度与需求层次主要表现为自身对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常规服务的需求，如国内专利申请。本质上讲，受制于企业的规模和资金能力，企业对于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要求并不是特别高，但对于服务机构的服务速度和效率要求比较高。企业需要从第三方平台既定的服务机构目录内选择相应的服务机构，通过线下的合作，将企业的技术诉求转化为现实的技术成果。在这一过程开始前，企业与服务机构的技术资源位势是不对等的，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可能大于、小于或等于企业的技术诉求。推荐机构则是为了解决企业与服务机构的接触匮乏，降低这种资源位势不对等所带来的搜索成本和技术风险（主要在企业和服务机构初次合作中起重要作用）。通过推荐机构的链合，技术的资源位势在企业与服务机构之间完成交互，双方合作成效进入自我评估阶段。从企业来讲，企业会依据创新券对投资和收益作出价值判段，进而决定是否继续应用创新券；从服务机构讲，服务机构同样会作出相应的判断，即合作企业是否具有继续挖掘潜力的合作机会、创新券服务是否有益于自身的发展。从一个技术流动周期上看，很难发现流动的“梗堵”点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其“梗堵”发生的关键节点其实是第二轮政策执行，即企业或服务机构是否有意愿继续参与创新券执行。对于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推动第二轮政策执行，Z区的调研实践结论就是优化企业和服务机构。创新券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创新券能够支持确实有需求的企业，而不造成创新券的冗余或无效，最大限度地确保企业获得最优质的服务，但同时又担心获创新券支持的技术创新存在造假或虚报成本的现象。在实际执行过程中，Z区政策执行者设置了3项原则：第一，对每一家企业的申领条件进行了限定，必须是具有成为科技型企业的潜力，同时企业还要承担少部分技术服务费用；第二，对服务机构的资质和服务进行明确，细化服务的内容和方式，并对每一种服务标记明确的价格；第三，增加专家评审环节，对创新券的技术花费合理性进行评估。也就是说，从外界的环境影响来改变技术流要素的流动。从实际运营来看，取得了不错的控制效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创新券政策执行过程中，尽管技术流动方式比较单一，但是技术流所面临的“梗堵”风险点仍然存在。技术服务环节执行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政策后续执行的动力源。优秀的服务机构与创新创业科技型小企业的组合应是最理想的支持对象，但如何规避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关键还是技术流两个方向上的企业/机构的遴选，即一定要在创新券的支持对象和服务机构选择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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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创新券政策执行的技术流
3.3资金流
    资金流在创新券中是服务机构最为关注的环节，资金流量的速度直接影响服务机构对创新券工作开展的支持程度。而此处相比于信息流和技术流而言，接触匮乏和资源共谋现象并不是十分突出，但并不是说不存在，而是信息流、技术流和资金流的合理拆分“稀释”了这部分内容，并凸显了其最为关键的资金流量内容。资金流量速度快慢直接影响服务机构的资金流量大小，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最后端的效果。资金流在创新券政策执行过程中始于政府创新券发放部门，终于服务机构创新券兑换完成，涉及创新券各个政策参与者，在整个过程中创新券完成一轮由电子有价证券向现金的流转、资金流向服务机构的流动。
    Z地区的创新券现金结算系统并没有引入银行等第三方监管机构，而是由第三方提交创新券评审结果后，由政府财政直接拨付。在这种支付体系下，资金的流动实际上是两条路径（如图4）：一是以虚拟资金流（电子券）形式由政府转向第三方平台，进而到推荐机构、企业，然后流向服务机构；另一条是完成创新券评估后，以现金流形式从政府财政流向服务机构。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对于整个资金的流动影响比较大：第一是整个创新券整体的支持额度。创新券额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参与企业的数量，影响到整个资金流量的可持续性。由于创新券是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派发，在运营初期，申领资金量会很大，但资金流量并不一定同时增强；而后期资金流量增强，但由于潜在申领量不足难以为继。同时，若券面过度冗余，超过企业申领最大能力，会增加政府资金的时间成本。第二是由政府流向服务机构的现金流结算时间对于服务机构的影响非常大，为整个资金流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节点。规模化服务机构往往会根据创新券的规模调整服务机构内部的绩效考核体系，而回款速度直接影响考核人的绩效水平，回款速度过慢则直接影响服务机构相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中小型服务机构则更多地考虑回款过慢产生现金流量压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资金由政府向服务机构的回流过程是资源位势的重要释放过程，政府环节是资金流动“梗堵”的焦点，此处的资源释放速度快慢直接决定了服务机构供给技术、挖掘市场的积极性。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政府支付流程的复杂性，回款速度过快会对政府财政资金产生压力，增加政府资金支付的风险，大大增加政府工作的强度。经综合研究，Z地区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采取了每个季度进行结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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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创新券政策执行的资金流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研究结论
    本文从资源流动理论的角度提出了政策执行的资源流动理论，解释了政策执行的资源流动模式，并从Z地区创新券的实施入手，分析了理论的实际应用情境。在本研究框架下，以资源流动为主线，从创新券政策中提炼出信息流、技术流和资金流作为3种特殊的资源要素流，详细地分析了每一种要素流动的规律和特点，并结合创新券运营的实际情况对资源流动过程中实际存在的“梗堵”问题进行剖析，提炼了政策执行在创新券政策中的行为逻辑。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可以归纳为三点：
    首先，该理论打破了原有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或是“整合式”的政策执行研究框架，从资源流动理论入手，并借鉴其资源流动的思想，将资源流动的内涵进一步外延，形成政策执行研究的新理论框架，指出政策执行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源要素以相应的政策研究框架为主线，在政策参与者之间有序流动的过程；并且资源要素的流动是各个要素以自身特点为主，形成要素自身独立的子流动网络，最终汇聚而成要素流动的整体网络。

    其次，该理论认为政策执行中存在资源位势和资源共谋现象。资源位势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政策执行的资源要素从资源位势高点流向低点，接触匮乏、资源共谋匮乏会导致节点资源位势过高或过低，进而致使政策执行不畅。因此，对资源位势的合理疏导成为降低政策执行偏差或政策失灵的重要手段。
    最后，政策执行资源流动框架是一个不断自我优化的过程，以政策执行的一个周期作为起点和终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资源流动的网络会随着潜在参与者、政策环节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调整，通过调整进行反复优化提升，确保资源流动的资源位势得到有效释放，政策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得到最大的发挥，直至政策终止。

4.2政策启示
   本研究以科技创新券政策为例，分析了政策执行资源流动理论在该政策中的运行机制和模式，以信息流、技术流和资金流3种要素资源流动情况来进行表征。研究发现，一个复杂的政策执行过程通过要素资源流动的形式展示后变得相对清晰和易于理解。通过案例的研究，为创新券政策执行提供以下经验借鉴：
   首先，从信息流的角度看，资源共谋显得非常重要，科技创新政策的有效执行更多依赖于政策执行前的科学谋划以及政策运营阶段各类参与者的角色充分理解，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政策参与者，他们之间充分的信息交互都非常重要，能否实现共谋是决定能否促进经济、社会效益共赢的关键。
   其次，从技术流的角度来看，有效接触更加重要，一方面要遴选出有强烈供需诉求的企业和服务机构，这个是前提；另一方面要强化政策需求方和供给方的有效对接，提高政策支持的精准度，这一点在技术交互方面显得尤为重要，这样需求才能成为有效需求、供给才能转化为有效供给。
   最后，从资金流的角度看，要素资源流量的分配则更加重要，加速关键环节的资源要素流量，进而提升整个资源流动的效率。在创新券政策执行中，一定要加快整个创新链环节的现金流动速度，减少服务机构的资金流量压力；如有可能，引入第三方结算系统，加快政府服务的支付速度，规避政府的支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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